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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因此，提高国民幸福感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中

国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人们的物质财富获得了极大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

升。然而，中国国民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实际并不匹配，中国国民幸福感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较低水

平。根据2020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排名由2016
年的79位下降至2019年的94位，幸福指数从5.273降低至5.124。虽然在2021年公布的数据中2020年中国

排名上升至84名，幸福指数为5.339，但总的来看，我国的国民幸福感并没有出现显著提升，面临一个“幸福

停滞”的增长困局[1]。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对幸福的探寻已从物质层面渐渐转向生活质量的提高，开始

关注健康保障等非物质因素。因此，研究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 要：本文使用2015年和2017年两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O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

析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幸福效应。研究发现，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提升

居民幸福感和居民幸福水平；通过运用PSM进行反事实估计，上述正向效应仍然成立。研究还发现，商业健康保险的影

响在中高收入群体与高社会信任群体中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商业健康保险提升了居民健康水平，丰富了居民社会网

络，进而对居民幸福感产生间接的推动作用，其中提升健康水平发挥的间接效应更大。本文的政策启示是，通过大力发展

商业健康保险，可以与基本医疗保险形成互补，进而提升国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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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决定因素上，基本医疗保险由于能够提高健康水平、保障民生、缓解贫困、维护社

会公平稳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着基础性的重要影响。但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现

阶段发展还不成熟，保险公司的盈利性质使其往往诱导顾客购买不适合的高额产品，存在保险市场竞争不

充分、居民风险忧患意识缺乏等问题，使居民个人及家庭对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积极性不高，中国商业健康

保险的覆盖率不足10%①。对此，2014年10月，国务院出台《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要求大力

发展与基本医疗保险有机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鼓励商业保险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合作。《“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也提出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鼓励个人还有企业积极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

充保险。2020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意见》，再次明确要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丰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供给，完善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上述政策文件展现出国家对于发展商业

健康保险的重视，肯定了商业健康保险在促进健康中国中的积极作用。

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对健康风险的投资，可以为人们未来的健康风险提供保障，延长人们对于寿命的预

期，降低人们心中的不安情绪。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正向情绪体验，身心愉悦的人往往感到更幸福[2]，因而商

业健康保险能够使参与者的幸福感得到提高。但由于商业健康保险价格较高，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居民

可支配收入降低[3]，用于自身发展型资料的消费减少，也可能导致幸福感下降。可见，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理论层面难以获得一致推断。基于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幸福

感的影响，希望对于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助力推动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借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研究角度新颖，本文从商业健康保险的视角切入，讨论商业健康保险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丰富

和深化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二，基于针对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KHB）从健康效应和

社会网络效应分析商业健康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商业健康保险引致居

民幸福感的作用路径，拓宽研究深度。

二、文献综述

关于幸福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叶，是一种以“快乐论”为导向，把幸福定义为个人追求快乐与避开痛

苦的主观感受，因此称之为主观幸福感[4]。Easterlin（1974）对二战后美国人民的幸福感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美国人均收入虽然显著提升，但人民的幸福感却没有明显提高，与传统经济学中财富增加将使幸福增加的

命题相悖[5]，但相对收入却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6~7]。一般来说，收入差距扩大会对幸福感产生负面

影响[8~9]，且对不同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10]，这种效应被称为“攀比效应”。但也有学者发现，收入

差距扩大不仅不会降低幸福感，反而提高了幸福感，产生较强的“示范效应”[11~12]。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人们不再满足于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快乐，学者们开始关注非经济因素对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恶劣的环境降低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13~14]，但是通过环境治理，居民身

心健康得到提升，其幸福感又有了显著提高[15]。还有学者指出政府质量的高低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先

决条件[16]，政府质量的提高能大幅增加公众的主观幸福感[17]，且对幸福感的促增效应要高于经济增长的影

响[1]。此外，部分学者肯定了数字化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认为互联网能够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显著提高

幸福感[18~19]。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嵌入社会生活给老年人带来了数字鸿沟，使其幸福感下降[20]。

目前学界较多关注社会保障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Hochman和Skopek（2013）实证检验发现养老保险能

够提升居民对幸福的感知 [21]。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相似的探究，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2]。何晓斌和董寅茜

（2021）还指出医疗相较于养老对幸福感的作用更紧迫也更重要[23]。目前关注商业健康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

相关研究还相对有限，部分学者探究了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健康和消费的影响，发现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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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其健康水平有明显的提升[24~25]，并且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还提高了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26]；商业健

康保险的增长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能够降低居民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预防性储

蓄，刺激消费[27~28]。

既然商业健康保险可以给人们的健康和消费带来正向影响，那么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人是否比没有参

与的人更加幸福？孙武军和顾蔚文（2021）认为在拥有社会保险的基础上，商业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幸福

感，并且收入越高这种边际幸福感也会越高[29]。就商业健康保险的功能看，基本医疗保险倾向于满足公众普

遍的共性需求，但在实际生活中，个体的健康状况不同，对医疗保险的需求也各异，而商业健康保险可以满

足这种差异化需求，承担着完善医疗保障体系、预防健康风险的责任。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商业健

康保险发展历程较短、制度不够完善，国民对商业健康保险也缺乏系统认识，因此学界对商业健康保险与幸

福感的关系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力图通过实证方法来检验两者之间的效用，拓展商业健康保险的研究空间。

三、数据来源、变量界定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具体采用2015年和2017年组成

的混合截面数据。该调查始于2003年，是我国最早的具有综合性与连续性特征的学术调查项目，涵盖了全

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通过多阶分层随机抽样，每期对全国范围内的一万多户家庭进行调查，全面系

统地收集个人、家庭、社区等多个层面的数据，内容涉及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经济情况、社会认同感以及健康

等多方面内容，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和大样本特征。本文使用的CGSS数据是官方公布的最新两期调查数

据，在研究过程中，剔除了相关缺失值和不符合研究样本的变量，最终两期数据合计可用样本量为14966个，

满足本文研究需要。

（二）变量界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居民幸福感，由个人对幸福感的主观评价来衡量。根据问卷设计，向受访者询问

“总体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受访者在“感到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非常幸福”这

5个等级中进行选择，依次赋值为1~5。如表1所示，受访样本中幸福感的均值是3.8219，说明整体上居民的

幸福程度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商业健康保险，向受访者询问“您是否有商业健康保险？”，受访者回答“有”或“无”，

在本研究中，将回答为“有”赋值为1，回答为“无”赋值为0。从表1中可以看到，样本中拥有商业健康保险的

居民比例为13.1%，说明受访样本中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率整体水平较低。

在本文的控制变量上，考虑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婚姻状况、户籍；家庭特征考察了家庭规模、家庭经济级别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是

否拥有小汽车、互联网使用、股票投资和社会公平感。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幸福感

商业健康保险

性别

年龄

初中

变量定义

感到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依次赋值为1~5
有=1，无=0
男=1，女=0
受访者年龄的连续变量

初中=1，否=0

均值

3.8219
0.1310
0.4634

42.0429
0.3129

标准差

0.8376
0.3374
0.4987

10.7690
0.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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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婚姻

户口

家庭规模

家庭经济级别

小汽车

互联网使用

股票投资

社会公平感

变量定义

高中=1，否=0
大学及以上=1，否=0
已婚=1，否=0
城镇户籍=1，农村户籍=0
受访者家庭人数的计数变量

级别为1至10的连续变量

家庭有小汽车=1，没有=0
互联网使用频率为不使用、很少使用、一般、偶尔使用、经常使用依次赋值为1~5
股票投资=1，否=0
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为非常不公平、比较不公平、一般、比较公平、非常公平，依次赋值为1~5

均值

0.2016
0.2328
0.8012
0.3883
3.1032
3.2968
0.2877
3.1199
0.0816
3.0930

标准差

0.4012
0.4227
0.3991
0.4874
2.6893
1.8197
0.4527
1.6621
0.2738
1.0429

（三）计量模型

由于本文关注的受访者主观幸福感变量属于五分类定序变量，所以运用Ordered Logit（Ologit）模型估计

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合理性。Ologit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Happiness* = α+ βCMIi + γXi + μi （1）
式（1）中，Happiness* 表示受访者主观幸福感的潜变量，CMIi（Commercial Medical Insurance）表示本文

的解释变量即商业健康保险变量；Xi 是本文设定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经

济特征。 α是常数项，β、γ表示本文关注的待估系数，μi 表示随机误差项。

在统计样本时，受访者是否拥有商业健康保险可能并不符合随机抽样的条件，而是根据个人特征自主

决定的选择过程，如果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可能会因为非随机抽样而出现选择性偏误。因此，本文运用倾向

得分匹配法进行反事实估计。这种方法需要先将受访者样本分成参与组和控制组，然后根据参与组和控制

组样本中的相似特性加以匹配，再通过对比没有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群体，以及没有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

群体如果参与的情形下，分析其结果。这种反事实估计可以估算出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平均

处理效果（ATT），平均处理效应的计算公式如下：

ATT = E(Y1|D = 1) - E(Y0|D = 1) （2）
式（2）中，Y1 表示参与商业健康保险居民的幸福感数值，Y0 表示假设参与组中的样本没有参与商业健

康保险的幸福感数值。由于 Y0 不能被直接观测，所以通过反事实对 E(Y0|D = 1) 即ATT的数值进行观测，即

为ATT估计中的反事实效应。

四、实证分析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

表2是基于Ologit模型估计的商业健康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基准回归。列（1）仅加入了个人特征的控

制变量，结果显示商业健康保险的估计值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值为正，说明参与商业健康保险

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列（2）加入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结果仍然显示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

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列（3）加入社会经济特征，发现商业健康保险的幸福效应仍然存在；列（4）进一

步控制省份效应，商业健康保险的正向影响依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值与列（3）相近。这些结

果说明，无论怎样添加控制变量，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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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计量估计结果

商业健康保险

性别

年龄

年龄平方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婚姻

户口

家庭规模

家庭经济级别

小汽车

互联网使用

股票投资

社会公平感

省份效应

Pseudo R2

观测值

（1）
0.2679***

（0.0497）
-0.1875***

（0.0329）
-0.1025***

（0.0136）
0.0011***

（0.0002）
0.4324***

（0.0466）
0.5362***

（0.0553）
0.9307***

（0.0601）
0.8461***

（0.0478）
0.0117

（0.0402）

0.0237
14966

（2）
0.2451***

（0.0501）
-0.1641***

（0.0332）
-0.0991***

（0.0137）
0.0011***

（0.0002）
0.4006***

（0.0470）
0.4783***

（0.0559）
0.8577***

（0.0612）
0.8227***

（0.0487）
-0.0257

（0.0407）
0.0254***

（0.0092）
0.0879***

（0.0100）

0.0265
14845

（3）
0.1579***

（0.0511）
-0.1644***

（0.0333）
-0.1102***

（0.0139）
0.0013***

（0.0002）
0.3384***

（0.0484）
0.3717***

（0.0594）
0.6370***

（0.0668）
0.7620***

（0.0493）
-0.0345

（0.0412）
0.0225**

（0.0089）
0.0740***

（0.0101）
0.4971***

（0.0395）
0.0309**

（0.0145）
0.0334

（0.0625）
0.2307***

（0.0171）

0.0377
14802

（4）
0.1578***

（0.0519）
-0.1576***

（0.0334）
-0.1142***

（0.0139）
0.0013***

（0.0002）
0.2911***

（0.0488）
0.3303***

（0.0602）
0.5798***

（0.0677）
0.7541***

（0.0503）
-0.0320

（0.0424）
0.0260**

（0.0103）
0.0727***

（0.0102）
0.4574***

（0.0403）
0.0291**

（0.0147）
0.0503

（0.0645）
0.2310***

（0.0174）
控制

0.0452
1480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系数值下方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下表同。

表2中性别变量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系数值符号为负，说明男性居民幸福感低于女性；年龄变

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的幸福感在下降，但是年龄的平方项为正，这表

明随着年龄的持续增长，其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在减弱。教育变量显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居民幸福感

显著提高。婚姻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有配偶的居民比无配偶的居民感到更幸福。户口变量的系数值

在列（1）中为正，加入家庭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与省份效应后，系数值为负，但在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说明

户籍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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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规模的估计系数显示，家中人数越多的家庭感到越幸福，中国家庭有着传统的“多子多福”生育观

念，也是家族繁荣旺盛的标志，家庭兄弟姐妹能够互相帮助，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家庭经济级别的系

数值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家庭经济级别越高，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这与传统经济学

理论相符。拥有小汽车的居民感到更幸福，汽车具备消费品和资产的双重属性，可以满足人们的安全、社交

和尊重需求，也可以作为物质增加人们的心理满足感；互联网使用越频繁的居民越幸福，这可能是因为互联

网使居民的生活更加便捷化、智能化和个性化，工作也更有效率，从而提高了幸福感；社会公平感与幸福存

在显著正向关联，觉得社会越公平的人幸福感越高；而股票投资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二）反事实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由于是否参加商业健康保险是居民自选择的结果，所以存在选择性偏差问题，进而导致计量结果的估

计偏误。基于反事实估计的倾向得分匹配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核

匹配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最近邻匹配的估计结果在匹配前ATT值为0.2326，在匹配后ATT值降

至0.0759，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商业健康保险可以使居民幸福感显著提升7.59%。本文还估

计了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结果，结论基本保持一致。

表3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样本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处理组

4.0093
4.0093
4.0359
4.0359
3.8265
4.0374

控制组

3.7767
3.9334
3.8265
3.9382
0.2094
3.9382

ATT
0.2326
0.0759
0.2094
0.0977
0.0239
0.0992

标准差

0.0269
0.0294
0.0239
0.0235
8.7600
0.0237

T值

8.65***

2.58***

8.76***

4.16***

8.76***

4.19***

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大多数变量在匹配前的P值显著，匹配后则不显著，同时匹配后的样本标

准差均小于10%，这表明样本选择偏差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样本的均衡性较好。基于Ologit模型估计的伪

R2在匹配后为0.001，说明样本在通过倾向得分匹配纠正选择性偏差后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效应显著降

低，证明反事实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具有可靠性。

表4 匹配结果的平衡性检验

样本

匹配前

匹配后

Ps R2

0.18
0.001

LR chi2
1612.28
3.06

p>chi2
0.0000
1.0000

MeanBias
19.7
0.6

MedBias
8.8
0.4

B
121.8*

6.5

%Var
67
17

五、进一步分析

（一）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异质效应

商业健康保险可以让居民感到更幸福，但该结论是总体效应，并没有考虑商业健康保险对不同特征人

群幸福感的异质效应。本部分从收入和社会信任两方面进行异质效应考察。在收入界定上，根据样本收入

的中位数特征，把居民群体分为中高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对于社会信任，根据受访者对社会信任感的评

价，将回答为“比较信任、非常信任”界定为高社会信任组，否则界定为低社会信任组。

如表5所示，商业健康保险对中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都表现为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对中高收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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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中低收入群体，说明在都拥有商业健康保险的情况下，中高收入人群比中低收入

人群感到更幸福。在社会信任分组上，高社会信任组中商业健康保险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低

社会信任组中商业健康保险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没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商业健康保险对高社会信任群体的

幸福效应要显著高于低社会信任群体。社会信任是一种对外界的情感态度，产生于日常交往活动过程中

并影响着个体交往行为[30]。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不同之处在于盈利性质，中低收入与低社会信

任群体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缺乏一定认识和信任，即使参与了商业健康保险，该人群的幸福感提升程度

也相对有限。中高收入和高社会信任群体往往经济水平和支付能力相对较高，商业健康保险支出在其收

入中所占比重较低，不会挤占生活中的其他支出，并且对外界事物往往具有良好的预期，从而显著提高了幸

福感。综上可知，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中高收入和高社会信任的样本中效应

更大。

表5 基于收入与社会信任的异质效应检验

变量

ATT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差

T值

中高收入组

0.1395***

3.9587
3.8191
0.0495
2.82

中低收入组

0.0706***

4.0348
3.9641
0.0352
2.01

高社会信任组

0.0986***

4.0119
3.9132
0.038
2.59

低社会信任组

0.0588
4.0046
3.9457
0.0472
1.25

（二）影响机制检验——中介效应分析法（KHB）
上述研究分析已经证明，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提高居民幸福感，并且这种影响是稳健的。那么，商业健康

保险是通过什么影响机制来促进居民幸福感的呢？为探明上述疑问，本文将进一步讨论商业健康保险影响

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商业健康保险可以帮助人们提高医疗服务利用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31]。健康是重要的人力资本[32]，

也是人民最具普遍意义的美好生活需要，保持健康状态无疑可以让人们对未来生活抱有美好期待，从而使

其幸福感得到提高[4]。因此本文认为商业健康保险能够通过促进居民健康状况来提升幸福感，即存在“健

康效应”。

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以重疾险为主，商业健康保险可以对居民患有严重疾病时的大额医疗支出给予

一定补偿，具有一定储蓄功能。商业健康保险会相对减少家庭当前的预防性储蓄，用于生活与社交的支出

消费会相对增加[28]，从而丰富居民的社会网络。与此同时，商业健康保险由于具有盈利性质，保险公司对顾

客往往具有较好的服务态度，购买过程中的交流互动能够提升居民对商业健康保险的认知。另外，我国作

为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社会网络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社会网络越丰富的居民其幸福感越高[33]。

因此商业健康保险能够丰富社会网络，对居民幸福感产生间接推动作用，即具有“社会网络效应”。对此，本

文采用Karlson等（2012）[34]提出的KHB方法检验上述机制是否存在。

由表6可知，健康的间接效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这表明商业健康保险会通过提高

居民的健康水平间接提高幸福感；社会网络效应显示，社会网络的间接效应同样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

正，这意味着商业健康保险也会通过丰富居民的社会网络间接提升幸福感。对表6中的数据进一步计算可

知，健康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5.36%，社会网络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2%，这说明健康的

间接效应大于社会网络的间接效应。因此，商业健康保险不仅会直接提升居民幸福感，还会通过提高居民

的健康水平和丰富居民的社会网络间接提高幸福感，其中提升健康水平的间接效应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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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基于KHB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类型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观测值

健康效应

0.1567***

（0.0524）
0.1170**

（0.0524）
0.0397***

（0.0120）
14799

社会网络效应

0.1575***

（0.0521）
0.1386***

（0.0521）
0.0189***

（0.0047）
14800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 2015年和 2017年两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的混合截面数据，运用Ologit模型和

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居民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参加商业健康保险能

够显著促进居民幸福感，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反事实估计，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

示，商业健康保险对中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促增作用大于中低收入群体，并且对高社会信任群体的幸福效

应要显著高于低社会信任群体。第三，基于针对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分析法（KHB）的机制检验结果表

明，商业健康保险不仅对居民幸福感有直接效应，还存在间接效应，这种间接效应通过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

和丰富居民的社会网络间接提高幸福感，其中健康水平发挥的间接效应更大。

可见，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我国居民的整体幸福感，而且可以与基本医疗保险形

成有效互补。据此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要为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一个可行的措施

是，对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提供税收相对优惠措施，通过对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居民给予一定补贴等

经济手段，双向引导商业健康保险与民生保障相结合。第二，收入和社会信任的提高会使商业健康保险的

幸福效应增强。因此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政府应强化对商业健康保险的规范性宣传，向公众大力

宣传和科普商业健康保险对于个人的保障作用，让居民对商业健康保险有全面的认识，消除人们心中对商

业健康保险的疑虑，以提高群众对商业健康保险的认可度；保险公司也要积极推出种类不同、价格多样的普

惠性保险产品，让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保险项目，从而让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更好地向中低收

入群体和低社会信任群体惠及，以提升他们的幸福感。第三，促进健康和丰富社会网络是商业健康保险影

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为此，一方面，可以扩大商业健康保险的疾病保障范围和层次，挖掘和推广普惠

性商业健康保险，提升居民参与商业健康保险的积极性，以提高居民健康保障层次；另一方面，提升商业保

险从业人员的服务水平，使顾客与保险公司产生良好社会互动，有助于促进信息共享和传递，进一步扩大居

民的社会网络，从而增进其幸福感。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于2019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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